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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技术治愈服务业“成本病”的路径研究
———基于效率提升与结构优化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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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服务业“成本病”的存在会影响整体经济的生产率，进而制约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动能。基于此，本文

首先对“成本病”的形成机制进行梳理，然后从“效率提升”与“结构优化”两个角度切入，分别构建局部均衡

模型与多部门内生增长模型分析数字技术治愈“成本病”的路径，并基于２０１０—２０２２年中国３０个省份面板
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１）就“效率提升”视角而言，数字技术能显著促进服务创新，从而推动服务业
生产效率提升，即数字技术能通过赋能服务创新质效治愈“成本病”；（２）高技能劳动力、人均资本能与数字技
术形成“数字化—高技能”和“数字化—资本深化”协同效应，强化数字技术的效率赋能作用；（３）从“结构优
化”视角来看，数字技术一方面能够调节“效率—价格—产出”———“成本病”存在的因果链条，另一方面也能

缩短行业间技术进步率差距，优化创新流动，从结构上治愈“成本病”。本研究为在服务业数“智”化转型过程

中破除“成本病”问题提供了理论基础与经验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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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中国已经进入“服务经济”时代［１］。然而，经济理论

与国际经验表明，以服务业为主的经济结构容易产生“结

构性减速”现象［２－３］。２００９年以来，我国经济增速呈现出
缓慢而稳定的下行趋势，年均降幅达０３９％，经济增长率
与服务业比重呈现“喇叭口”形态（如图１所示）。尽管经
济下行的影响因素众多，但服务业生产率相对滞后所形成

的“成本病”①，是一个重要因素［１］。基于发展理论［３］和

国内实际状况［１］的综合考量，若没有新动能注入，我国经

济增长势必会进一步放缓，最终保持长期中低速增长。

图１　服务业增加值占ＧＤＰ比重和ＧＤＰ增速
Ｆｉｇｕｒｅ１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ａｄｄｅｄｖａｌｕｅｏｆｔｈｅ
ｓｅｒｖｉｃｅ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ｔｏＧＤＰａｎｄｔｈｅＧＤＰｇｒｏｗｔｈｒａｔｅ

注：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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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病”形成的根源在于服务业的低效率属性［４］。相较

于制造业，传统服务业具有“结果无形”“生产消费同步”

和“不可存储”的性质［５］，这使得服务业生产率明显滞后

于制造业［６］。为扭转服务业低效率属性，必须聚焦于技

术革新、服务模式优化。２０２２年，党的二十大强调优化服
务改革，构建优质高效的服务业新体系，加强新一代信息

技术在服务领域的深度应用，提升服务业数字化、智能化

发展水平。２０２４年７月，《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
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进一步提出完善发展服

务业体制机制，加快新一代信息技术全方位全链条普及应

用，推进服务业标准化建设。毋庸置疑，服务业数字化转

型是提升服务效率和推动服务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有效路

径［７］。数字技术应用一方面通过创造新的平行数据市

场，有效拓展了服务业的发展空间；另一方面也跨越了服

务生产与消费不可分离的障碍，从而打破了服务远程贸易

壁垒，提升服务效率。数字技术也带来生产要素和创新方

式的变革，不仅能够优化资源配置的效率，还能推动产业

结构的转型与升级［８］。那么，数字技术能否打破“服务经

济时代是低增长时代”这一规律，治愈“成本病”，促使经

济增速保持相对较高水平？基于此，深入探究数字技术与

“成本病”之间的关系具有强烈的理论与实际意义。

就本文研究所及，现有文献主要从两种角度考虑“成

本病”的影响因素。一类是考虑新一代信息技术具有治

疗“成本病”的潜在属性，另一类则是探究其他因素对于

“成本病”的影响。尽管“成本病”的影响因素不尽相同，

但相关研究提出的作用路径却近乎一致。在“服务业之

谜”成立的前提下，提升服务业效率是缓解乃至治愈“成

本病”的关键［４］。就信息技术而言，Ｐｅｔｅｒｓ等［９］发现 ＩＣＴ
能提高服务可交易性，进而提升服务效率，在一定程度上

缓解了“成本病”。从数字技术的技术—经济特性来看，

网络技术赋予了服务业规模经济、贸易经济和长尾效应三

个特点，进一步促进了服务业生产效率的提升［１０］。实证

研究方面，李帅娜［１１］利用２０１１—２０１９年中国省级面板数
据，发现数字技术能显著提升服务业生产率，并且在中西

部地区更加凸显。而就其他影响因素来看，服务业制造业

融合［１２］，贸易与移民［１３］均能对“成本病”产生影响，但相

关因素的作用渠道仍是赋能服务业技术效率提升。

已有文献为本文提供了有益的启示，但仍存在一些不

足。首先，多数研究侧重于从生产效率角度探讨数字技术

治愈“成本病”的作用路径，忽略了从结构上治愈“成本

病”的可能性，研究视角较为单一。实际上，“成本病”更

多是由结构因素导致，生产要素的逆向流动也是“成本

病”形成的关键因素之一。因此，有必要从结构优化的角

度，探究数字技术治愈“成本病”的具体路径。其次，现有

的少量文献在分析数字技术对服务业效率的影响时，忽略

了可能存在的空间相关性以及内生性问题，从而导致估计

结果产生偏误。最后，现有关于数字技术对“成本病”的

影响研究多集中于文字讨论层面，对二者之间的关系缺乏

严密且完整的理论推演与实证分析。基于此，本文尝试弥

补现有研究不足，从厘清“成本病”形成机制入手，基于

“效率提升”和“结构优化”两个视角，分别构建数理模型

深入剖析数字技术治愈“成本病”的路径机制，并结合计

量模型从多个维度进行实证检验。

１　研究设计

１１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１１１　“成本病”概述、形成机制与潜在治愈路径

“成本病”是经济学家威廉·鲍莫尔（ＷｉｌｌｉａｍＢａｕ
ｍｏｌ）［２］提出的理论概念，指在技术进步不均衡的经济体
系中，服务业因生产率增速长期滞后于制造业而引发其相

对成本持续攀升的结构性矛盾，最终导致资源配置扭曲与

整体经济增长效率受损。概括而言，即服务业相对较低的

生产率导致相对较高的价格水平，若服务品缺乏弹性，那

么服务业高价格水平就会导致其产出上升和劳动力流入，

从而使得服务业劳动成本过度增长。由于劳动力是由高

效率部门（制造业）流入低效率部门（服务业），就会导致

“经济结构性减速”。由此可以梳理出“成本病”成因的

“效率—价格—产出—速度”的传导机制（或因果链条，见

图２）。

图２　“成本病”的“效率—价格—产出—速度”因果传导机制
Ｆｉｇｕｒｅ２　Ｔｈｅ＂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ｐｒｉｃｅｏｕｔｐｕｔｓｐｅｅｄ＂ｃａｕｓａｌｔｒａｎｓｍｉｓｓｉｏｎ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ｆｏｒｔｈｅ＂ｃｏｓｔｄｉｓｅａｓ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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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本病”的形成需满足３个前提［２］：①服务品的需
求价格弹性小于１；②制造业与服务业的工资变动一致；
③制造业与服务业生产率增速存在差异。第一个前提已
被Ｂａｕｍｏｌ等［４］及后续的研究所证实。不同行业工资比值

恒定也具有广泛的理论基础［８］（证实第二个前提）。因

此，“成本病”的形成最终落脚于服务业生产率增速是否

低于制造业。

从生产效率角度看，“成本病”的形成可简单视为服

务业效率低下所致（服务业效率低—相对价格高—劳动

力大量流入，成本上升）。因而，提升效率就可以作为治

疗“成本病”的核心手段。对于提升服务业效率治愈“成

本病”的路径研究，称为“效率提升”视角。从结构调整角

度看，“成本病”的成因可以概括为生产要素的负向流动

（由进步部门流入停滞部门）。那么就存在两种可能的治

愈机制。第一，调节生产要素负向流动机制，减缓要素负

向流速。若存在一种经济力量，对制造业与服务业的生产

率产生异质性影响，就可以间接调节“效率—价格”这段

因果链条，抑制“成本病”的形成。第二，逆转生产要素的

负向流动机制。若能缩小服务业与制造业之间的技术进

步率差距，要素流动就不再是简单的“负向流动”。对于

从结构上治愈“成本病”的路径研究，称为“结构优化”视

角。下文将基于“成本病”治愈的两个角度，分别构建理

论模型深入分析数字技术具体的作用路径。

１１２　“效率提升”视角下的理论模型构建与分析
本部分基于数字技术的“渗透性”与“替代性”［７］，将

数字要素视为与一般劳动力相互替代（而与高技能劳动

力协作生产），且能在不同类型任务下协同分工的生产要

素。同时参考Ｍｅｌｉｔｚ［１４］，构建局部均衡模型刻画数字技术
对服务业效率的影响机制，以分析“效率提升”视角下，数

字技术对“成本病”的治愈路径。

（１）消费者效用
代表性消费者的效用函数如式（１）所示：

Ｕ＝ ∫
ω∈Ω
ｑ( )ωρｄ[ ]ω

χ
ρＸ１－χ （１）

其中，０＜χ＜１，Ω表示一系列异质性服务品的集合。
ｑ( )ω为服务品的消费量，Ｘ为除服务品之外的其他产品。
服务品之间存在替代性（替代弹性 σ＝１／１－( )ρ＞１）。

消费者对服务品最优选择为ｑ( )ω ＝Ｑ ｐ( )ω[ ]／Ｐ －σ，Ｑ为
服务品的加总，Ｐ为对应的加总价格。

（２）厂商生产
服务品ω唯一对应厂商 ｉ，且具有的生产率 φｉ，φｉ表

现为生产模式和产业组织形态的变化。参考 Ｐｒｅｔｔｎｅｒ和
Ｓｔｒｕｌｉｋ［１５］，企业通过完成一系列任务进行生产，并需要数
字要素（ＡＩｉ）、劳动力（Ｌｉ）、资本（Ｋｉ）和高技能劳动力
（Ｈｉ）共同配合。厂商的生产函数见式（２）：

ｑｉ＝φｉ
１
σ－１ｅ∫

１
０
ｌｎ ｚｉ( )υ( )γ

γ Ｋｉ( )α
α Ｈｉ( )β[ ]β ｄυ （２）

其中，ｑｉ表示产出，υ∈ ０，[ ]１表示测度为１的一系列
生产任务，ｚｉ( )υ表示在完成任务时选择的协同生产要素
（包括数字要素与劳动力）。要素产出弹性满足 γ＋α＋β
＝１。
流水线上的生产任务 υ依据复杂程度从低到高排

列［１５］。劳动力作为基本的生产要素，能执行所有类型的

任务，而数字要素表现为取代简单重复性的劳动，因而对

复杂劳动的替代存在局限。简单任务（υ∈ ０，η[ ]ｉ）可以
用劳动力或数字要素进行生产，而复杂任务（υ∈ ηｉ，[ ]１）
只能指派给劳动力。参考 Ａｃｅｍｏｇｌｕ和 Ｒｅｓｔｒｅｐｏ［１６］，数字
要素对劳动力始终具有比较优势，即ｒＡＩｉ＜Ｗ。因此，协同
生产要素ｚｉ( )υ的具体形式如式（３）所示：

ｚｉ( )υ＝

ＡＩｉ
ηｉ
， υ∈ ０，η[ ]

ｉ

Ｌｉ
１－ηｉ

， υ∈ ηｉ，[ ]{ １

（３）

（３）创新研发
一般而言，企业的研发投入越多，生产率提升幅度也

越大。假定研发使生产率由 φ
－

ｉ提升至 τｉηｉＩｉδφ
－

ｉ，即 φｉ＝

τｉηｉＩｉδφ
－

ｉ。Ｉｉ为研发投入，τｉ为研发效率，δ为研发投入的
产出弹性，ηｉ表示数字技术的直接赋能效应。设定δ＜１，
以适应Ｊｏｎｅｓ［１７］所发现的技术进步对研发投入呈规模报
酬递减的实证结论。

（４）厂商最优决策
厂商最优化问题由式（４）给出：

ｍａｘ
Ｌｉ，Ａｉ，Ｈｉ，Ｋｉ，Ｉｉ，ｐｉ

Πｉ＝ｐｉｑｉ－ＷＬｉ－ψＩｉ－ｒ
ＡＩｉＡＩｉ－ｒＫｉ－Ｗ

ＨＨｉ

ｓｔｑｉ＝φｉ
１
σ－１

ＡＩｉ
η( )
ｉ

ηｉ Ｌｉ
１－η( )

ｉ

１－ηｉ
／[ ]γγ Ｋｉ( )α

α Ｈｉ( )β
β

；φｉ＝τｉηｉＩｉδφ
－
ｉ；ｑｉ＝Ｑ

ｐｉ[ ]Ｐ
－σ （４）

　　其中，ＷＨ为高技能劳动力工资，ｒ为利率，并标准化Ｐ
为１。求解如上最优化问题可得均衡时的研发投入（５）：

Ｉｉ＝ η
１
１－δ{ｉ

直接数字化赋能

× ＰＸｉ
１－σ
１－{ δ

边际成本下降效应

× δ １－
１( )σ

σ
Ｑ
１
στｉφ

－
ｉ[ ]

ψ

１
１－δ

（５）

其中，ＰＸｉ＝Ｐ
γ
Ｚｉｒ

α Ｗ( )Ｈ β，ＰＺｉ＝ ｒＡＩ( )ｉ ηｉＷ１－ηｉ。将式
（５）对数字化水平ηｉ求偏导可得式（６）（与对数字技术水
平１／ｒＡＩｉ求偏导结果一致）：

Ｉｉ
ηｉ
＝ １
１－δηｉ

Ｉｉ＋
Ｉｉ
ＰＸｉ
·
ＰＸｉ
ＰＺｉ
ＰＺｉｌｎ

ｒＡＩｉ( )Ｗ ＞０ （６）

企业生产率是创新投入的增函数，即φｉ／Ｉｉ＞０。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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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的第一项捕捉了数字化的直接赋能效应，第二项刻画
了数字化的创新边际成本下降效应。在这两种效应的作

用下，服务业数字化提升了企业创新边际收益，从而激励

企业增加创新投入并提升生产率，达到了治愈“成本病”

的目的。

接下来，本文进一步研究高技能劳动力与资本投入在

数字技术提升企业生产率过程中的边际效应。高技能劳

动力的增加意味着工资 ＷＨ下降，因而只需研究 ＷＨ在数
字技术提升企业生产率过程中边际影响。将式（６）对 ＷＨ

求偏导，可得２Ｉｉ／ηｉＷ
Ｈ＜０，即高技能劳动力越多，数字

技术对企业生产率的促进效应越强，表明存在“数字化—

高技能”协同效应。同样，将式（６）对 ｒ求偏导，可得资本
在数字化赋能企业生产率过程中的边际影响２Ｉｉ／ηｉｒ＜
０，即服务业人均资本存量越多，数字技术对企业生产率的
赋能效应越强，表明存在“数字化—资本深化”协同效应。

综上，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Ｈ１：数字技术能赋能服务业创新发展，提升服务业生
产率，从效率上治愈“成本病”。

Ｈ２：数字技术与高技能劳动力、人均资本呈现“数字
化—高技能”和“数字化—资本深化”协同特征。

１１３　“结构优化”视角下的理论模型构建与分析
本部分基于Ａｇｈｉｏｎ和 Ｈｏｗｉｔｔ［１８］“创造性毁灭”机制，

并结合数字技术“协同性”与“替代性”，参照 Ａｃｅｍｏｇｌｕ
等［１９］定向技术变革模型的构建方法，构建多部门内生增

长模型深入剖析“结构优化”视角下，数字技术治愈“成本

病”的理论路径。

（１）通用产品
假设经济中只存在制造业（ｍ）与服务业（ｓ）。通用产

品的生产函数设定为（７）：
Ｙｔ＝（ζ

１／ε
ｓ Ｙ

（ε－１）／ε
ｓｔ ＋ζ１／εｍ Ｙ

（ε－１）／ε
ｍｔ ）ε／（ε－１） （７）

其中，Ｙｔ是通用产品。Ｙｊｔ是行业 ｊ∈ ｓ，{ }ｍ的最终产
品。ζｊ表示行业ｊ的份额，满足 ζｊ＞０，ζｓ＋ζｍ＝１。ε表示
行业间替代弹性，满足０＜ε＜１［８］。

（２）最终产品
最终产品由测度为１的机器（中间产品）以及协同生

产要素聚合成式（８）的形式：

Ｙｊｔ＝Ｚ
１－β
ｊｔ ∫

１

０
Ａｊｔ( )ｉ１－βｘｊｔ( )ｉβｄｉ （８）

其中，β∈ ０，( )１。ｘｊｔ( )ｉ表示机器使用的数量，Ａｊｔ
( )ｉ表示机器的质量（技术）。Ｚｊｔ表示协同生产要素组合，
由数字要素与劳动力共同组成①。最终产品和要素市场

均完全竞争，假设劳动供给恒定。数字要素相对劳动力的

边际成本只源自数字服务的变化，而数字服务与数字技术

水平密切相关。因此，以劳动力与数字要素的价格比率

λｔ＝ωｔ／ｒ
ＡＩ
ｔ 指代数字技术水平。行业利润最大化问题如

（９）所示：

注：①Ｚｉｔ＝ｅｘｐ∫１０ｌｎｚｉｔ（ｖ）[ ]ｄｖ＝ ＡＩｊｔ
η( )
ｊ

ηｊ Ｌｊｔ
１－η( )

ｊ

１－ηｊ
。其中，ｚｊｔ（ｖ）表示协同要素投入，与式（３）的设定一致。

ｍａｘ
ＡＩｊｔ，Ｌｊｔ，ｘｊｔ( )ｉ

ｐｊｔＺ
１－β
ｊｔ∫

１

０
Ａｊｔ( )ｉ１－βｘｊｔ( )ｉβｄｉ－∫

１

０
ｐｊｔ( )ｉｘｊｔ( )ｉｄｉ

－ωｔＬｊｔ－ｒ
ＡＩ
ｔ ＡＩｊｔ （９）

其中，ｐｊｔ( )ｉ为机器的价格。劳动力与数字要素市场

出清要求∑ｊＬｊｔ＝Ｌ
－
＝１；∑ｊＡＩｊｔ＝ＡＩｔ。Ｌ

－
为劳动力总供应，

ＡＩｔ为数字要素总供应（假定ＡＩｔ会适应λｔ的变化）。
（３）中间产品
作为垄断生产者的机器制造商既生产机器也对机器

进行研发。资本是机器生产的唯一投入，资本利率为 ｒＬｔ。
假定生产１单位机器需要ψ单位资本投入，即机器的资本
生产率为１／ψ。数字技术能提升生产分工和协作效率［１］，

从而也能提高机器生产的效率。因此，设定机器的生产函

数为ｘｊｔ( )ｉ＝ψ－１γη( )ｊＫｊｔ( )ｉ，ψ＝β２。这里，Ｋｊｔ( )ｉ表示资
本使用量，γ η( )ｊ衡量数字技术对机器生产效率的赋能，

γ′η( )ｊ ＞０。资本市场出清有∑ｊ∫
１
０Ｋｊｔ( )ｉｄｉ＝Ｋｔ，Ｋｔ为资

本总供应。

（４）研发创新
依据Ａｃｅｍｏｇｌｕ［２０］的研究，技术进步由科学家主导，而

资本等其他因素的作用有限。因此，设定科学家为唯一的

创新 要 素。科 学 家 通 过 Ｒ＆Ｄ 将 Ａｊｔ－１ ( )ｉ提 升 至
１＋γｊＳｊｔ( )ｉ( )ξ Ａｊｔ－１( )ｉ，即有 ｇｊｔ( )ｉ＝ Ａｊｔ( )ｉ－Ａｊｔ－１( )( )ｉ ／
Ａｊｔ－１( )ｉ＝γｊＳｊｔ( )ｉξ。这里，γｊ表示不同行业机器的研发效
率。Ｓｊｔ( )ｉ为机器升级所需分配的科学家数量，ξ
∈ ０，( )１［１７］。

假定同一行业内所有垄断机器制造商聚合成一个庞

大的垄断企业，就表明行业内创新要素将以整个行业平均

技术水平最大化原则进行分配，即可得式（１０）：
Ｓｊｔ( )ｉ＝

ａｒｇｍａｘ
Ｓｊｔ( )ｉ∈ Ｓｊｔ（ｉ） ∫１０Ｓｊｔ( )ｉｄｉ≤Ｓ{ }ｊｔ

∫
１

０
１＋γｊＳｊｔ( )ｉ( )ξＡｊｔ－１( )ｉ{ }ｄｉ

（１０）
其中，Ｓｊｔ为行业 ｊ的创新要素。根据技术创新的规

范，可得行业平均技术Ａｊｔ如式（１１）所示：

Ａｊｔ＝Ａｊｔ－１＋γｊＳξｊｔ ∫
１

０
Ａｊｔ－１ ( )ｉ

１
１－ξ( )ｄｉ１－ξ １＋γｊＳξ( )

ｊｔＡｊｔ－１

（１１）
借鉴Ａｃｅｍｏｇｌｕ等［１９］，假定科学家是创造和升级各种

机器垄断技术的所有者，这表明同一行业内机器生产的垄

断利润将均等分配给每一位科学家（每位科学家得到πｊｔ／
Ｓｊｔ，πｊｔ为部门ｊ获得的垄断利润）。定义ｇｊｔ＝ Ａｊｔ－Ａｊｔ( )－１ ／

Ａｊｔ－１，并标准化创新要素总供应 Ｓ
－
＝１。

由于不同行业研发人员存在知识积累方式、研发创新活

动的异质性，所以行业间存在创新要素流动壁垒。但随着人

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的深度应用，数字技术对创新活动

产生了一系列的重大影响，并引发创新要素流动机制的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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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基于此，设定两种不同的情形对模型均衡展开讨论。

情形１（低数字化水平）：数字技术发展水平低下，不
足以突破创新要素流动壁垒。

情形１下的不同行业间存在创新要素流动壁垒，所以
每个行业的创新要素数量恒定。假定服务业的创新要素

禀赋为珔Ｓ，制造业为 １－( ) 珔Ｓ，并满足ｇｓ＜ｇｍ。
情形２（高数字化水平）：数字技术发展足以突破创新

要素流动壁垒。

情形２表明创新要素自由流动，因而各行业创新要素
分配满足Ｓｓｔ＋Ｓｍｔ≤珔Ｓ，且创新的内部均衡满足 πｓｔ／Ｓｓｔ＝
πｍｔ／Ｓｍｔ。

（５）均衡分析
均衡由变量集 Ｙｊｔ，ｐｊｔ( )ｉ，ｘｊｔ，Ｌｊｔ，ωｔ，ｒ

ＡＩ
ｔ，ｐｊｔ，ｒ

Ｌ
ｔ，Ｓ( )ｊｔ组

成。在每个时期 ｔ，这些变量最大化通用产品和最终产品
生产商的利润，以及最大化机器制造商的垄断利润，并使

得劳动力、数字要素、最终产品市场和金融资源出清，同时

确保不同情形下的创新流动均衡。

求解模型可得式（１２）：
φｓｔ
φｍｔ
＝
ζｓ
ζｍ

ｐＺｓｔ
ｐＺ

( )
ｍｔ

φ

{

ε

数字技术效应

× χη( )
ｓ

χη( )( )
ｍ

－φ{ ε

异质性数字化效应

× Ａｓｔ
Ａ( )
ｍｔ

－φ

{ ε

生产率效应

（１２）

其中，φｊｔ＝ｐｊｔＹｊｔ／ｐｓｔＹｓｔ＋ｐｍｔＹ( )ｍｔ为行业 ｊ的产出份
额，φε ＝ １－( )β· １－( )ε ＞０，ｐＺｓｔ／ｐＺｍｔ＝λ

ηｍ－η( )ｓ
ｔ ，χ

η( )ｊ ＝γ η( )ｊ
β／ １－( )β。那么由式（１２）及模型均衡可得式

（１３）：
ｐｓｔ／ｐｍｔ
Ａｓｔ／Ａｍｔ

＜０，
φｓｔ／φｍｔ
Ａｓｔ／Ａｍｔ

＜０ （１３）

行业间技术差距会反向影响行业间的价格水平和产

出份额，符合“成本病”“效率—价格—产出”的传导机

制［２１］。将式（１３）对数字技术水平 λｔ以及服务业数字化
水平ηｓ求偏导得式（１４）：

２ｐｓｔ／ｐｍｔ
Ａｓｔ／Ａｍｔ·ｘｔ

＞０，
２φｓｔ／φｍｔ
Ａｓｔ／Ａｍｔ·ｘｔ

＞０，ｘｔ∈ λｔ，η{ }
ｔ

（１４）
可以发现，在ηｓ＞ηｍ，即服务业数字化水平大于制造业

的前提下，数字技术和服务业数字化水平提升均可以有效缓

解服务业生产率低所造成的相对价格以及产出攀升效应。

实际数据也给出了ηｓ＞ηｍ的事实依据（２０２３年我国服务业
数字化渗透率达４５６％，明显高于制造业（２５０％），２０１８—
２０２２年也有一致结论）。因此，本文提出：

Ｈ３：数字技术能调节“效率—价格—产出”之间的关
系，即数字技术发展会抑制服务业生产率相对低导致的服

务业价格以及产出攀升效应，以此缓解“成本病”。

下面考虑情形１下的模型均衡，此时经济增长率如式
（１５）所示：

ｇｔ＋１ ＝ φｓｔ １＋γｓＳξ( )
ｓ
－φε＋φｍｔ １＋γｍＳξ( )

ｍ
－φ( )ε －１φε－１

（１５）
为体现制造业为进步部门，设定１＋γｓＳξｓ＜１＋γｍＳξｍ

（ｇｓ＜ｇｍ）。依据式（１２），技术进步率的差距将不断放大
落后部门的产出份额（φｓｔ＋１＞φｓｔ），也就意味着 ｇｔ＋１≤ｇｔ。
因此产生“生产要素结构负利”，“成本病”现象凸显，经济

增速下行。若数字技术表现为推动创新要素加速流动和

精准匹配，满足情形２的设定，则行业间创新要素分配的
动态方程（１６）为：

ｆＳｓｔ＋( )
１

ｆＳ( )
ｓｔ

＝ １＋γｓＳξｓｔ
１＋γｍ １－Ｓ( )

ｓｔ
( )ξ

－φε
，ｆ( )ｘ＝

ｘ
１－ｘ×

１＋γｓｘξ

１＋γｍ １( )－ｘ( )ξ
φε

（１６）

图３　行业间创新要素流动的稳态
Ｆｉｇｕｒｅ３　Ｓｔｅａｄｙｓｔａｔｅｏｆｉｎｔｅｒ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ｆａｃｔｏｒｆｌｏｗｓ

由图３可知，创新流动最终处于均衡点 Ｅ２。依据前
文的情景设置，最初的服务业技术进步率应低于制造业

（ｇｓ０＜ｇｍ０），即初始的创新要素分配满足 Ｓｓ１＜Ｓｓ。之后，
随着创新要素流动，服务业与制造业之间技术进步率差距

逐渐缩小，并趋于０。情形２稳态时的经济增长率明显高
于情形１（ｇｓｔ２＝γｓＳｓ ξ＞γｓＳｓ１ξ＝ｇｓｔ１，Ｓｓ ＞Ｓｓ１）。

若弱化情形２创新要素高度自由流动的属性，设定创新
要素流动性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而上升，即Ｓｓｔ≤( )λ≤
Ｓｓ；：１，[ )∞ → Ｓｓ１，[ ]１，′( )λ ＞０。那么，稳态时的行业
间技术进步率差距Δｇ＝ｇｍ－ｇｓ＝γｍ １－Ｓ( )ｍｉｎ

ξ－γｓＳξｍｉｎ（Ｓｍｉｎ
＝ｍｉｎＳｓ，( ){ }λ ）会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逐渐减小，稳态

时的经济增长率ｇ ＝γｓ ｍｉｎＳｓ，( ){ }( )λ ξ会随着数字技

术水平的提高逐渐上升。综上，数字技术通过破除行业间创

新要素流动壁垒，产生“创新要素流动红利”，引导经济增速

上行。基于此，本文提出：

Ｈ４：数字技术能通过释放创新要素流动性，缩小制造
业与服务业之间的技术进步率差距，从结构根源上治愈

“成本病”。

１２　计量模型设定
为检验“效率提升”视角下，数字技术能推动服务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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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促进服务业生产效率提升，进而治愈“成本病”的路

径（假设１），构建固定效应模型如式（１７）所示：
ＳＰｉｔ＝α０＋α１ＤＴＩｉｔ＋Ｘｉｔ＋ζｉ＋μｔ＋εｉｔ （１７）
其中，ＳＰｉｔ为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ＤＴＩｉｔ为数字技术发

展指数，控制变量Ｘｉｔ控制其他可能影响服务业生产率的
因素，ζｉ和 μｔ分别表征省份与时间固定效应，εｉｔ为随
机项。

在此基础上，为检验“数字化—高技能”和“数字化—

资本深化”协同特征（假设２），构建调节效应模型如式
（１８）所示：

ＳＰｉｔ＝α０＋α１ＤＴＩｉｔ＋α２ＤＴＩｉｔ×Ｍｉｔ＋α３Ｍｉｔ＋Ｘｉｔ＋ζｉ＋μｔ
＋εｉｔ （１８）
其中，Ｍ表示调节变量，分别为高技能劳动力与人均

资本。

“结构优化”视角的理论分析表明，数字技术能抑制

服务业低生产率导致的价格和产出攀升效应，弱化“成本

病”现象。为检验这一结构调节效应（假设３），构建模型
（１９）－（２１）：

ＲＰｉｔ＝α０＋α１ＲＴＦＰｉｔ＋α２ＲＴＦＰｉｔ×ＤＴＩｉｔ＋α３ＤＴＩｉｔ＋Ｘｉｔ
＋ζｉ＋μｔ＋εｉｔ （１９）
ＰＯＥｉｔ ＰＯＹ( )ｉｔ ＝α０＋α１ＲＰｉｔ＋α２ＲＰｉｔ×ＤＴＩｉｔ＋α３ＤＴＩｉｔ

＋Ｘｉｔ＋ζｉ＋μｔ＋εｉｔ （２０）
ＰＯＥｉｔ ＰＯＹ( )ｉｔ ＝α０ ＋α１ＲＴＦＰｉｔ＋α２ＲＴＦＰｉｔ×ＤＴＩｉｔ＋

α３ＤＴＩｉｔ＋Ｘｉｔ＋ζｉ＋μｔ＋εｉｔ （２１）
其中，ＲＰｉｔ为服务业与制造业的价格指数比值（简称

相对价格），ＲＴＦＰｉｔ为服务业与制造业的生产率比值（简称
相对生产率），ＰＯＥｉｔ为服务业就业比重（简称就业比重），
ＰＯＹｉｔ为服务业产出比重（简称产出比重）。在模型（１９），
（２１）中 α２＞０，以及在模型（２０）中 α２＜０，则说明数字技
术具有结构调节效应。

为检验“结构优化”视角下，数字技术另一种通过缩

小服务业与制造业的技术进步率差距，从结构源头上治愈

“成本病”的作用路径（假设 ４），构建计量模型如（２２）
所示：

ΔｌｎＴＦＰｉｔ＝α０＋α１ＤＴＩｉｔ＋Ｘｉｔ＋ζｉ＋μｔ＋εｉｔ （２２）
其中，ΔｌｎＴＦＰｉｔ表示制造业和服务业技术进步率

之差。

１３　变量定义
１３１　核心变量

（１）数字技术发展指数
基于对数字技术发展水平刻画的全面性，借鉴现有文

献［２２］，分别从数字产品创造、数字产品服务、数字技术应

用、数字要素驱动和数字化效率提升五个维度，共１６个子
指标对数字技术发展水平进行测度①。采用定基极差熵

权法［２３］来测算指数，相较于熵权法，定基极差熵权法同时

具备横向比较性和纵向可比性，测度更加客观。计算步骤

注：① 篇幅原因，表格暂未展示，备索。

如下：

　　步骤１：计算指标比重Ｐｊｉｔ如式（２３）所示：

Ｐｊｉｔ＝Ｘ
ｊ
ｉｔ／∑ｎ

ｉ＝１
Ｘｊｉｔ （２３）

若Ｐｊｉｔ＝０，则定义ｌｉｍ
Ｐｊｉｔ→０
Ｐｊｉｔ×ｌｎＰ

ｊ
ｉ( )ｔ ＝０；Ｘ

ｊ
ｉｔ是经极差标

准化处理后的指标。

步骤２：计算单项数字技术指标 ｊ的信息熵如式（２４）
所示：

Ｅｊｔ＝－ｌｎ
－１( )ｎ×∑ｎ

ｉ＝１
Ｐｊｉｔ×ｌｎＰｊｉ( )[ ]

ｔ
（２４）

步骤３：计算指标权重Ｗｔ
ｊ如式（２５）所示：

Ｗｊｔ＝ １－Ｅ( )ｊ
ｔ ／∑

ｍ

ｊ＝１ １－Ｅ( )ｊ
ｔ （２５）

步骤４：以２０１０年为基期，用定基极差法处理原始数
据，处理方法见式（２６）：

Ｘｊｉｔ ＝

ｘｊｉｔ－ｘ
ｊ
ｉ，２０１０ｍｉｎ

ｘｊｉ，２０１０ｍａｘ－ｘ
ｊ
ｉ，２０１０ｍｉｎ

，如果指标ｊ为正向指标

ｘｊｉ，２０１０ｍａｘ－ｘ
ｊ
ｉｔ

ｘｊｉ，２０１０ｍａｘ－ｘ
ｊ
ｉ，２０１０ｍｉｎ

，如果指标ｊ{ 为负向指标

（２６）
其中，ｘｊｉｔ为指标ｊ的原始数据。
步骤５：计算指数如式（２７）所示：

ＤＴＩｉｔ＝∑ｍ

ｊ＝１
Ｗｊｔ×Ｘ

ｊ
ｉｔ （２７）

（２）全要素生产率
本文采用ＤＥＡ模型对全要素生产率进行测算。ＤＥＡ

模型主要包括ＤＥＡ－ＣＣＲ（规模报酬不变）和 ＤＥＡ－ＢＣＣ
模型（规模报酬可变），但 ＤＥＡ－ＣＣＲ和 ＤＥＡ－ＢＣＣ模型
只能分析ＤＭＵ（决策单元）相对于其他ＤＭＵ的静态效率，
无法分析生产率变动的情况。Ｆｒｅ等［２４］提出的 ＤＥＡ
Ｍａｌｍｑｕｉｓｔ指数法能够很好地解决效率动态不可比的问
题。因此，包括服务业在内的各行业全要素生产率采用

ＤＥＡＭａｌｍｑｕｉｓｔ指数法来测算。
（３）其余核心变量
行业技术进步率差距表示为服务业与制造业技术进

步率之间的差距。相对生产率表示为服务业与制造业全

要素生产率的比值。相对价格由第三产业与第二产业

ＧＤＰ平减指数的比值表示。就业比重由第三产业就业人
数占第二、第三产业就业总人数的比重表示。产出比重由

第三产业名义产出占第二、第三产业名义总产出的比重

表示。

１３２　控制变量
参考庞瑞芝和郭慧芳［２５］，控制如下变量：①产业结构

高级化水平（ＩＳ），以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占全部产业增加
值表示；②政府干预程度（Ｇｏｖ），表示为地方公共财政支
出占ＧＤＰ的比重；③城市化水平（Ｕｒｂ），以城镇人口与该
地区总人口的比值表示；④市场化水平（ＭＩ），由熵权法构
建的市场化指数表示［２６］；⑤工业化水平（ＩＮＤ），由工业增
加值与ＧＤＰ的比值表示；⑥创新水平（ＩＮＮ），由区域发明



第６期 董　锋，赵　旭，李春玲，王　伦：数字技术治愈服务业“成本病”的路径研究———基于效率提升与结构优化视角 ·７９　　　·

专利申请受理量对数值衡量。

１４　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２０１０—２０２２年３０个省份的数据为研究样

本，由于香港、澳门、台湾和西藏的数据严重缺失，故不纳

入考虑。文中采用线性差值法补充缺失值。数据主要来

自ＥＰＳ数据平台、ＣＳＭＡＲ数据库和各地区以及国家统计
年鉴，包括《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中

国金融统计年鉴》等。

２　实证分析

２１　描述性统计分析
描述性统计的结果显示行业技术进步率差距的平均

值为－００２６，间接印证了服务业是落后部门的前提假设。
相对生产率的平均值小于１也加强了这一前提①。

注：① 篇幅原因，表格暂未展示，备索。

２２　“效率提升”视角下的路径分析
２２１　基准分析

表１　数字技术对服务业效率的影响
Ｔａｂｌｅ１　Ｉｍｐａｃｔｏｆｄｉｇｉｔａｌ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ｏｎ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ｉｎｔｈｅｓｅｒｖｉｃｅ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变量
（１） （２） （３） （４）

ＯＬＳ ＯＬＳ ＦＥ ＦＥ

ＤＴＩ
０５６７

（００４７）
０５４１

（００７３）
０３７８

（００７８）
０４３３

（００８７）

控制变量 未控制 控制 未控制 控制

固定效应 否 否 是 是

Ｎ ３９０ ３９０ ３９０ ３９０
组内Ｒ２ ０２６４ ０４４６ ００６４ ０１４５

　注：括号内为标准误，：ｐ＜０１０，：ｐ＜００５，：ｐ＜
００１，下同。

表１列（１）－（４）分别汇报了使用ＯＬＳ模型和双向固
定效应模型的估计结果。结果表明无论是否引入控制变

量，ＤＴＩ的系数均在１％水平上显著为正。这表明数字技
术能通过赋能服务业生产率这一路径，治愈“成本病”，初

步验证了假设１。数字技术的赋能效应可分为直接赋能
与间接赋能。直接数字化赋能通过推动服务的产品化、标

准化与数智化，将服务业由劳动密集型产业转变为技术密

集型、资本密集型和数据密集型产业，从而实现了服务产

业价值链全过程的效率提升。间接数字化赋能创新了服

务供给过程的外部载体与传递机制，并赋予了服务业规模

效率、贸易效率和分工效率，从根源上创新了服务业产业

组织形态，从而实现服务生产全过程的效率提升。通过数

字技术的直接和间接赋能，服务业低效率的技术经济特征

得到改变，“成本病”也因此得到缓解乃至治愈。

２２２　内生性与稳健性分析
本文采用工具变量法处理基准分析的内生性偏误。

参考现有研究［２２］，构建省份１９８８年每万人固定电话用户
数量与上一年全国互联网宽带用户量的交互项，作为数字

技术发展指数的工具变量。表２第（１）－（２）列汇报了工
具变量法的回归结果。结果显示，ＤＴＩ的系数在５％水平
上显著为正，与基准结果一致。

表２　内生性与稳健性分析
Ｔａｂｌｅ２　Ｅｎｄｏｇｅｎｅｉｔｙａｎｄｒｏｂｕｓｔｎｅｓｓｔｅｓｔｒｅｓｕｌｔｓ

变量

（１） （２） （３） （４）

ＩＶ
第一阶段

ＩＶ
第二阶段

ＧＮＳ
模型

外生

冲击检验

ＤＴＩ
０４７１

（０１７５）
０４１７

（００４３）

Ｗ×ＳＰ
０６４２

（０１７４）

Ｗ×ＤＴＩ
０３４８

（０１６５）


０４６４

（００７６）

ｉｖ
１２２４

（００３４）

ＤＩＤ
０２３９

（００４６）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Ｎ ３９０ ３９０ ３９０ ３００
组内Ｒ２ ０８４９ ０１４５ ０１６６
ＬＭ统计量 １１３１３

Ｃｒａｇｇ－Ｄｏｎａｌｄ
ＷａｌｄＦ

１４２８５６６

　注：Ｓｔｏｃｋ－Ｙｏｇｏ弱识别检验１０％水平上的临界值为１６３８。

数字技术具有非竞争性和部分非排他性，容易产生空

间依赖，即某一地区的数字技术发展会使得其他地区受

益。基于此，本文采用广义嵌套空间（ＧＮＳ）模型来准确把
握数字技术与服务业生产率之间的关系，并分析数字技术

的空间溢出效应。模型设定如式（２８）所示：
ＳＰｉｔ＝α０＋ρＷ×ＳＰｉｔ＋α１ＤＴＩｉｔ＋Ｘｉｔ＋α２Ｗ×ＤＴＩｉｔ＋Ｗ

×Ｘｉｔ＋υｉｔ
υｉｔ＝φＷ×υｉｔ＋εｉｔ （２８）
其中，Ｗ表示空间地理权重矩阵，Ｗ×ＳＰｉｔ，Ｗ×ＤＴＩｉｔ

和Ｗ×Ｘｉｔ分别表示ＳＰｉｔ，ＤＴＩｉｔ和控制变量的空间滞后项。
表２列（３）汇报了ＧＮＳ模型的回归结果。Ｗ×ＳＰｉｔ的

系数显著为正，表明服务业生产率具有典型的空间依赖特

征。ＤＴＩ的估计结果在１％水平上显著为正，佐证了前文
数字技术促进服务业生产率提升的特征。Ｗ×ＤＴＩｉｔ的系
数也在５％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数字技术的发展有助于



·８０　　　· 科　研　管　理 ２０２５年

邻近区域的服务业生产率的提升，即数字技术存在明显空

间溢出效应。

２２３　外生冲击检验
为更加稳健地评估数字技术通过赋能服务业效率，治

愈“成本病”的路径，借鉴 Ｆｕｃｈｓ－Ｓｃｈｕｎｄｅｌｎ和 Ｈａｓｓａｎ［２７］

处理内生性的思路，使用外生政策冲击对基准结果进行检

验。以国家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试点政策（简称试

点政策）作为外生冲击，模型设定见式（２９）：
ＳＰｉｔ＝α０＋α１ＤＩＤｉｔ＋Ｘｉｔ＋ζｉ＋μｔ＋εｉｔ （２９）
其中，ＤＩＤｉｔ为试点政策实施与否的虚拟变量。试点

政策始于２０１９年，至２０２２年底，共有福建、浙江、广东、四
川、重庆和河北（雄安新区），６个省份（或地区）纳入试点
地区。为避免其他政策以及不确定因素的干扰，选取

２０１３—２０２２年的数据为研究样本。试点政策的滚动部署
年度改革试验任务的模式为本文提供了良好的准自然实

验研究策略。

处理前后动态效应分析的结果如图４所示。在政策
推行前，试点区域与非试点区域的服务业生产率无明显差

异，满足平行趋势假设。试点政策对服务业生产率的影响

如表２列（４）所示。结果显示，试点政策能有效促进服务
业生产效率提升，证实了通过“效率提升”这一路径治愈

“成本病”的可行性。

图４　处理前后动态效应分析
Ｆｉｇｕｒｅ４　Ｄｙｎａｍｉｃｅｆｆｅｃｔ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ｒｅｓｕｌｔｓ

ｂｅｆｏｒｅａｎｄａｆｔｅｒ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２２４　协同效应检验
（１）“数字化—高技能”协同效应
借鉴Ａｃｅｍｏｇｌｕ［２８］的做法，将高技能劳动力（Ｈｉｇｈ）认

定为大学学历及以上的就业人员。“数字化—高技能”协

同效应的回归结果如表３列（１）所示。ＤＴＩ×Ｈｉｇｈ的系数
在１％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在数字技术促进服务业生产
率提升的过程中，高技能劳动力具有正向的调节作用。在

数字经济时代，服务业由传统的“手工作坊式”生产模式，

转化为更为先进的数字化生产模式。服务业企业数字化

转型的同时也对数字化人才产生了巨大需求，而具有人力

资本结构特征的高技能劳动力更能适应这一转变，其所具

备的快速学习、技术运用和创造性思维能力，能够加速企

业数字化技术应用，实现对企业数字化生产能力的赋效。

表３　协同效应检验
Ｔａｂｌｅ３　Ｓｙｎｅｒｇｙｅｆｆｅｃｔｔｅｓｔｒｅｓｕｌｔｓ

变量
（１） （２）

ＳＰ ＳＰ

ＤＴＩ
１０７７

（０１６０）
－０２０２
（０３１９）

ＤＴＩ×Ｈｉｇｈ
２１６０

（０４７４）

Ｈｉｇｈ
１８６３

（０８９６）

ＤＴＩ×Ｋ／Ｌ
０３２２

（０１４９）

Ｋ／Ｌ
０２４０
（０４０４）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固定效应 是 是

Ｎ ３９０ ３９０
组内Ｒ２ ０２０３ ０１９３

（２）“数字化—资本深化”协同效应
“数字化—资本深化”协同效应的回归结果如表３列

（２）所示。可以发现，服务业人均资本（Ｋ／Ｌ）与 ＤＴＩ的交
互项在５％水平上显著为正，这表明资本深化增强了数字
技术对服务业的效率赋能作用，具有明显的“数字化—资

本深化”特征。服务业内的资本深化一方面能促使服务

业人均资本装配率和劳动边际生产率的提升；另一方面也

有助于新型信息技术通信设备的引进，从而改进原有生产

模式，深化服务生产要素配置结构，推动服务业由“劳动

密集”属性向“资本密集”属性转变，从而更为有效地发挥

数字技术的赋能效应。

２３　“结构优化”视角下的路径分析
２３１　数字技术的结构调节效应分析

基于模型（１９）－（２１），本文通过检验数字技术的结
构调节效应，探究数字技术能否通过“结构优化”这一路

径治疗“成本病”，结果如表４所示。就回归结果而言，数
字技术发展能明显抑制生产要素的负向流动。列（２）和
列（４）交互项（ＤＴＩ×ＲＰ）的系数均在１％水平上显著为
负，表明数字技术能负向调节服务业相对价格与产出（就

业）份额之间的关系，抑制服务业高价格带来产出攀升效

应。除列（１）外，交互项（ＤＴＩ×ＲＴＦＰ）系数均在５％水平
上显著为正，这表明数字技术也能抑制服务业低效率带来

的产出攀升效应。从列（１）交互项系数显著性角度来看，
数字技术调节服务业价格攀升的效应略有不足，这可能归

因于不同区域数字化水平的异质性影响。数字技术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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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节效应的有效发挥关键在于服务业的高数字化应用程

度，相较于制造业，数字技术赋予服务业的创新边际成本

下降效应更为明显，从而削弱了“效率—价格”以及“效

率—产出”的传导机制，并因此弱化了“成本病”现象。

表４　“结构优化”路径检验 Ⅰ
Ｔａｂｌｅ４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ｐａｔｈｔｅｓｔｒｅｓｕｌｔｓ（１）

变量
（１） （２） （３） （４） （５）

ＲＰ ＰＯＥ ＰＯＥ ＰＯＹ ＰＯＹ

ＲＴＦＰ
－０２８３

（０１１０）
－０１５３

（００４１）
－０１４９

（００４７）

ＲＰ
０３０８

（００２６）
０３４０

（００３３）

ＤＴＩ×ＲＴＦＰ
０１３１

（００７５）
００７９

（００２８）
００７２

（００３２）

ＤＴＩ×ＲＰ
－００８８

（００１３）
－００９３

（００１５）

ＤＴＩ
０２１２

（００５６）
０２０９

（００３０）
００３８
（００２１）

０２２８

（００３４）
００５９

（００２３）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Ｎ ３９０ ３９０ ３９０ ３９０ ３９０
组内Ｒ２ ０３６０ ０４１８ ０１８５ ０４２４ ０１９０

２３２　数字技术对行业技术进步率差距的调节效应分析
表５列（１）－（２）展示了数字技术发展对行业间技术

进步率差距的影响在１％水平上显著为正。这表明数字
技术能有效缩小制造业与服务业技术进步率之间的差距，

从结构源头上破除“成本病”问题。原因可能是数字技术

的发展能够突破各行业创新主体之间的创新流动壁垒，并

进一步释放人才、技术等创新要素活力。数创融合也打破

了创新界限与技术壁垒，加强了创新主体、创新要素之间

的信息流动，降低创新要素供求双方之间的信息不对称，

提高创新流速，形成“创新要素流动红利”，从而有效缩短

行业间技术进步差距。

表５　“结构优化”路径检验 Ⅱ
Ｔａｂｌｅ５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ｐａｔｈｔｅｓｔｒｅｓｕｌｔｓ（２）

变量
（１） （２）

ΔｌｎＴＦＰｉｔ ΔｌｎＴＦＰｉｔ

ＤＴＩ
００１３

（０００２）
００１５

（０００２）
控制变量 未控制 控制

固定效应 是 是

Ｎ ３９０ ３９０
组内Ｒ２ ０１１３ ０３４７

３　主要研究结论与管理启示

３１　主要研究结论
本研究立足于“数字中国”背景下构建优质高效的服

务业新体系的现实需要，通过对“成本病”的形成机制进

行梳理，提炼出治愈“成本病”的两种潜在视角。以此为

前提分别构建数理模型，从理论层面深入分析数字技术治

愈“成本病”的实现路径，并加以实证检验，得到如下

结论：

第一，数字技术对服务业存在直接和间接赋能，其能

通过改变服务业低效率的技术经济特征治愈“成本病”。

数字经济时代下，服务被赋予了“技术”特征，数字技术创

新了服务业原有的生产模式和产业组织形态，从而实现服

务产业价值链和生产全过程的效率提升。在此过程中数

字技术与高技能劳动力和人均资本形成“数字化—高技

能”和“数字化—资本深化”协同效应。研究基于数理模

型和实证分析揭示了数字技术赋能服务业效率的传导路

径和空间特征，弥补了“效率提升”视角下，数字技术与

“成本病”之间关系研究的理论框架和作用路径的缺失，

为分析数字化背景下“成本病”的有效破除和服务业提质

增效问题提供了研究范式。

第二，数字技术能有效调节“效率—价格—产出”———

“成本病”因果传导链条，弱化“成本病”现象。服务业相

对于制造业的高数字化渗透率使得其更有效地利用数字

技术产业发展所带来创新边际成本下降效应，从而抑制自

身生产率低造成的价格以及产出（就业）攀升效应，最终

缓解“成本病”。研究基于一个经济理论框架揭示了数字

技术结构调节效应发挥的具体作用路径，并通过经验证据

证实了这一路径，为从“结构优化”视角上破除“成本病”

问题提供了初步的理论与经验指引。

第三，数字技术发展能缩小制造业与服务业之间的技

术进步率差距，从结构源头上治愈“成本病”。数字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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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引发的创新人才、创新资本等创新要素流动机制变革

能有效提高整体创新资源配置效率，并进一步释放“创新

要素流动红利”优化产业结构，直接作用于“成本病”的形

成根源。研究从“成本病”形成的结构性因素出发，明晰

“成本病”理论所蕴含的创新流动、产业结构调整与经济

增长的内在逻辑，发现数字化释放创新要素流动性是治愈

“成本病”的关键突破口，为未来相关政策的建立提供了

思路框架和理论支撑。

３２　管理启示
本文的研究得出如下启示：

（１）加快数字化发展，推动创新要素流动机制变革。
研究发现数字技术应用不仅能提升服务业效率，更能释放

创新要素流动性，从“效率”和“结构”两方面治愈“成本

病”。因此，在宏观政策制定中，应统筹政策环境优化、数

字基础设施建设与数字化储备人才培养协同推进。同时

强化创新要素资源配置效率，既要建立市场导向的创新资

源配置体系，引导资金、技术等创新资源高效流向更有潜

力的领域，也要优化人才激励政策和简化人才流动程序，

促进跨区域、跨领域的人才流动，实现对传统服务业企业

的有效赋能，强化数字技术的结构优化作用。

（２）提升服务业数字化水平，赋能服务业高质量发展。
鉴于数字技术结构调节效应发挥的重要前提在于服务业的

高数字化水平，因此亟需加快推进服务业数智化转型。一

方面，前瞻性部署以算力为核心的服务业数字化底座，进一

步深化服务业与前沿数字技术的融合发展，通过财政补贴、

税收优惠等政策鼓励服务业中小企业采用边缘计算、生成

式ＡＩ、数字孪生等新技术，扩宽服务业企业的数字化前沿；
另一方面，分类推进服务业数字化转型应用，聚焦产业结构

优化升级需要，优先扶持供应链管理、金融服务等关键生产

性服务业数字化转型，增加服务业有效供给。

（３）深化“数字化—高技能”和“数字化—资本深化”
的协同效应，发挥高技能人才和资本深化的正外部性。考

虑到高技能人才和资本深化能够放大数字技术对服务业

生产率的赋能效应。因此，在推动服务业结构优化升级过

程中要以高技能人才导入为重要目标，建立服务业技能人

才培养的校企产学研合作模式，强化对劳动者的职业技能

培训，促成职业教育与企业需求对接，形成服务业高质量

韧性人才供给体系。与此同时，也要优化资本市场环境，

简化服务业融资程序，推动风险投资和私募股权投资进入

服务行业，或是推出定制化融资工具，利用数字金融等创

新方式拓展融资渠道，提升服务业资本配置效率。

参考文献：
［１］　江小涓，靳景．数字技术提升经济效率：服务分工、产业协

同和数实孪生［Ｊ］．管理世界，２０２２，３８（１２）：９－２６．
ＪＩＡＮＧＸｉａｏｊｕａｎ，ＪＩＮＪｉｎｇ．Ｄｉｇｉｔａｌ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ｐｒｏｍｏｔｅｓｅｃｏ
ｎｏｍｉｃ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Ｌａｂｏｒｄｉｖｉｓｉｏｎｏｆｓｅｒｖｉｃｅ，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ｓｙｎｅｒｇｙ
ａｎｄｄｉｇｉｔａｌ－ｒｅａｌｔｗｉｎｓ［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Ｗｏｒｌｄ，
２０２２，３８（１２）：９－２６．

［２］　ＢＡＵＭＯＬＷ．Ｍａｃｒｏ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ｏｆｕｎｂａｌａｎｃｅｄｇｒｏｗｔｈ：Ｔｈｅａ
ｎａｔｏｍｙｏｆｕｒｂａｎｃｒｉｓｉｓ［Ｊ］．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Ｒｅｖｉｅｗ，

１９６７，５７（３）：４１５－４２６．
［３］　ＹＯＵＮＧ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ｔｈｅｍｉｓ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ｏｆ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ｇｒｏｗｔｈ，ａｎｄｔｈｅｃｏｓｔｄｉｓｅａｓｅｏｆｓｅｒｖｉｃｅｓ［Ｊ］．Ａ
ｍｅｒｉｃａｎ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Ｒｅｖｉｅｗ，２０１４，１０４（１１）：３６３５－３６６７．

［４］　ＢＡＵＭＯＬＷ，ＢＬＡＣＫＭＡＮＳ，ＷＯＬＦＦＥ．Ｕｎｂａｌａｎｃｅｄｇｒｏｗｔｈ
ｒｅｖｉｓｉｔｅｄ：Ａｓｙｍｐｔｏｔｉｃｓｔａｇｎａｎｃｙａｎｄｎｅｗ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Ｊ］．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Ｒｅｖｉｅｗ，１９８５，７５（４）：８０６－８１７．

［５］　李晓华．数字技术与服务业“成本病”的克服［Ｊ］．财经问
题研究，２０２２（１１）：１６－２６．
ＬＩＸｉａｏｈｕａ．Ｄｉｇｉｔａｌ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ａｎｄｔｈｅｏｖｅｒｃｏｍｉｎｇｏｆ“ｃｏｓｔ
ｄｉｓｅａｓｅ”ｉｎｓｅｒｖｉｃｅ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Ｊ］．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ｎ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Ｉｓｓｕｅｓ，２０２２（１１）：１６－２６．

［６］　庞瑞芝，李倩楠．服务业“成本病”：理论演进与新一代信息技
术背景下的再审视［Ｊ］．经济学动态，２０２４（６）：４８－６３．
ＰＡＮＧＲｕｉｚｈｉ，ＬＩＱｉａｎｎａｎ．“Ｂａｕｍｏｌ′ｓｃｏｓｔｄｉｓｅａｓｅ”：Ｔｈｅｏ
ｒｅｔｉｃａｌ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ｎｄｒｅ－ｅｘａ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ｕｎｄｅｒｔｈｅｎｅｗ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Ｊ］．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２０２４
（６）：４８－６３．

［７］　蔡跃洲，牛新星．中国数字经济增加值规模测算及结构分
析［Ｊ］．中国社会科学，２０２１（１１）：４－３０＋２０４．
ＣＡＩＹｕｅｚｈｏｕ，ＮＩＵＸｉｎｘｉｎｇ．Ｓｃａｌｅ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ａｎｄｓｔｒｕｃｔｕｒ
ａｌ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ｔｈｅｖａｌｕｅ－ａｄｄｅｄｏｆＣｈｉｎａ′ｓｄｉｇｉｔ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ｙ
［Ｊ］．Ｓｏｃｉ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ｉｎＣｈｉｎａ，２０２１（１１）：４－３０＋２０４．

［８］　田秀娟，李睿．数字技术赋能实体经济转型发展：基于熊彼特
内生增长理论的分析框架［Ｊ］．管理世界，２０２２，３８（５）：５６－７４．
ＴＩＡＮＸｉｕｊｕａｎ，ＬＩＲｕｉ．Ｄｉｇｉｔａｌ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ｅｍｐｏｗｅｒｓｔｈｅ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ｆｒｅ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ｙ：Ａｎ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ｂａｓｅｄｏｎＳｃｈｕｍｐｅｔｅｒ′ｓｅｎｄｏｇｅｎｏｕｓｇｒｏｗｔｈｔｈｅｏｒｙ
［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Ｗｏｒｌｄ，２０２２，３８（５）：５６－７４．

［９］　ＰＥＴＥＲＳＢ，ＲＩＬＥＹＲ，ＳＩＥＤＳＣＨＬＡＧＩ，ｅｔａｌ．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ｓａｔｉｏｎ，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ｉｎｓｅｒｖｉｃｅｓ：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ｆｒｏｍ
Ｇｅｒｍａｎｙ，ＩｒｅｌａｎｄａｎｄｔｈｅＵｎｉｔｅｄＫｉｎｇｄｏｍ［Ｊ］．Ｒｅｖｉｅｗｏｆ
Ｗｏｒｌｄ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２０１８，１５４：５８５－６１５．

［１０］　江小涓．高度联通社会中的资源重组与服务业增长［Ｊ］．经
济研究，２０１７，５２（３）：４－１７．
ＪＩＡＮＧＸｉａｏｊｕａｎ．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ｒｅ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ｔｈｅｇｒｏｗｔｈｏｆ
ｔｈｅｓｅｒｖｉｃｅ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ｉｎａｎｉｎｔｅｒｃｏｎｎｅｃｔｅｄｓｏｃｉｅｔｙ［Ｊ］．Ｅｃｏ
ｎｏｍｉｃ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Ｊｏｕｒｎａｌ，２０１７，５２（３）：４－１７．

［１１］　李帅娜．数字技术赋能服务业生产率：理论机制与经验证
据［Ｊ］．经济与管理研究，２０２１，４２（１０）：５１－６７．
ＬＩＳｈｕａｉｎａ．Ｄｉｇｉｔａｌ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ｅｍｐｏｗｅｒｓ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ｏｆｓｅｒｖ
ｉｃｅｓ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ａｎｄ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Ｊ］．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ｎ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ａｎｄ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２０２１，４２
（１０）：５１－６７．

［１２］　张鹏杨，叶田，乔小勇，等．服务业制造业融合与“鲍莫尔
病”陷阱跨越：中国经验与世界规律［Ｊ］．财贸经济，２０２４，
４５（１２）：１２４－１４２．
ＺＨＡＮＧＰｅｎｇｙａｎｇ，ＹＥＴｉａｎ，ＱＩＡＯＸｉａｏｙｏｎｇ，ｅｔａｌ．Ｓｅｒｖｉｃｅ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ｔｈｅ“Ｂａｕｍｏｌ′ｓｄｉｓｅａｓｅ”ｔｒａｐ：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ｆｒｏｍＣｈｉｎａａｎｄｇｌｏｂａｌｐａｔｔｅｒｎｓ［Ｊ］．Ｆｉｎａｎｃｅ＆
Ｔｒａｄｅ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２０２４，４５（１２）：１２４－１４２．

［１３］　ＯＴＴＡＶＩＡＮＯＧＩＰ，ＰＥＲＩＧ，ＷＲＩＧＨＴＧＣ．Ｉｍ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ｔｒａｄｅ
ａｎｄ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ｉｎｓｅｒｖｉｃｅｓ：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ｆｒｏｍＵＫｆｉｒｍｓ［Ｊ］．Ｊｏｕｒ
ｎａｌｏｆ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２０１８，１１２：８８－１０８．

［１４］　ＭＥＬＩＴＺＭＪ．Ｔｈｅｉｍｐａｃｔｏｆｔｒａｄｅｏｎｉｎｔｒａ－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ｒｅａｌｌｏｃａ



第６期 董　锋，赵　旭，李春玲，王　伦：数字技术治愈服务业“成本病”的路径研究———基于效率提升与结构优化视角 ·８３　　　·

ｔｉｏｎｓａｎｄａｇｇｒｅｇａｔｅ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Ｊ］．Ｅｃｏｎｏｍｅｔｒｉｃａ，
２００３，７１（６）：１６９５－１７２５．

［１５］　ＰＲＥＴＴＮＥＲＫ，ＳＴＲＵＬＩＫＨ．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ａｕｔｏｍａｔｉｏｎ，ａｎｄ
ｉｎｅｑｕａｌｉｔｙ：Ｐｏｌｉｃｙ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ｉｎｔｈｅｒａｃｅａｇａｉｎｓｔｔｈｅｍａｃｈｉｎｅ
［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Ｍｏｎｅｔａｒｙ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２０２０，１１６：２４９－２６５．

［１６］　ＡＣＥＭＯＧＬＵＤ，ＲＥＳＴＲＥＰＯＰ．Ｔｈｅｒａｃｅｂｅｔｗｅｅｎｍａｎａｎｄ
ｍａｃｈｉｎｅ：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ｆｏｒｇｒｏｗｔｈ，ｆａｃｔｏｒｓｈａｒｅｓ，
ａｎｄ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Ｊ］．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Ｒｅｖｉｅｗ，２０１８，
１０８（６）：１４８８－１５４２．

［１７］　ＪＯＮＥＳＣＩ．Ｒ＆Ｄ－ｂａｓｅｄｍｏｄｅｌｓｏｆ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ｇｒｏｗｔｈ［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ｙ，１９９５，１０３（４）：７５９－７８４．

［１８］　ＡＧＨＩＯＮＰ，ＨＯＷＩＴＴＰ．Ａｍｏｄｅｌｏｆｇｒｏｗｔｈｔｈｒｏｕｇｈｃｒｅａｔｉｖｅ
ｄｅ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Ｊ］．Ｅｃｏｎｏｍｅｔｒｉｃａ，１９９２，６０（２）：３２３－３５１．

［１９］　ＡＣＥＭＯＧＬＵＤ，ＡＧＨＩＯＮＰ，ＢＵＲＳＺＴＹＮＬ，ｅｔａｌ．Ｔｈｅｅｎｖｉ
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ｎｄｄｉｒｅｃｔｅｄ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ｃｈａｎｇｅ［Ｊ］．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Ｅｃｏ
ｎｏｍｉｃＲｅｖｉｅｗ，２０１２，１０２（１）：１３１－１６６．

［２０］　ＡＣＥＭＯＧＬＵＤ．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ｔｏｍｏｄｅｒｎ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ｇｒｏｗｔｈ
［Ｍ］．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８．

［２１］　宋健，郑江淮．产业结构、经济增长与服务业成本病：来自
中国的经验证据［Ｊ］．产业经济研究，２０１７（２）：１－１３．
ＳＯＮＧＪｉａｎ，ＺＨＥＮＧＪｉａｎｇｈｕａｉ．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ｇｒｏｗｔｈａｎｄＢａｕｍｏｌ′ｓｃｏｓｔｄｉｓｅａｓｅ：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ｆｒｏｍＣｈｉｎａ
［Ｊ］．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２０１７（２）：１－１３．

［２２］　陈梦根，周元任．数字经济、分享发展与共同富裕［Ｊ］．数量
经济技术经济研究，２０２３，４０（１０）：５－２６．
ＣＨＥＮＭｅｎｇｇｅｎ，ＺＨＯＵＹｕａｎｒｅｎ．Ｄｉｇｉｔ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ｙ，ｓｈａｒｅ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ｎｄｃｏｍｍｏｎｐｒｏｓｐｅｒｉｔｙ［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Ｑｕａｎｔｉｔａ

ｔｉｖｅ＆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２０２３，４０（１０）：５－２６．
［２３］　周小亮，吴武林．中国包容性绿色增长的测度及分析［Ｊ］．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２０１８，３５（８）：３－２０．
ＺＨＯＵＸｉａｏｌｉａｎｇ，ＷＵＷｕｌｉｎ．Ｔｈｅ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ａｎｄ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ｔｈｅｉｎｃｌｕｓｉｖｅｇｒｅｅｎｇｒｏｗｔｈｉｎＣｈｉｎａ［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Ｑｕａｎｔｉ
ｔａｔｉｖｅ＆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２０１８，３５（８）：３－２０．

［２４］　Ｆ?ＲＥＲ，ＧＲＯＳＳＫＯＰＦＳ，ＮＯＲＲＩＳＭ，ｅｔａｌ．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
ｇｒｏｗｔｈ，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ａｎｄ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ｃｈａｎｇｅｉｎｉｎｄｕｓｔｒｉ
ａｌｉｚｅｄ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Ｊ］．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Ｒｅｖｉｅｗ，１９９４，８４
（１）：６６－８３．

［２５］　庞瑞芝，郭慧芳．数字经济能克服服务业“成本病”吗？：来
自城市层面的经验证据［Ｊ］．经济与管理研究，２０２３，４４
（１０）：５４－７４．
ＰＡＮＧＲｕｉｚｈｉ，ＧＵＯＨｕｉｆａｎｇ．Ｃａｎｄｉｇｉｔ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ｙｏｖｅｒｃｏｍｅ
Ｂａｕｍｏｌ′ｓｃｏｓｔｄｉｓｅａｓｅｉｎｓｅｒｖｉｃｅ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ｒｏｍＣｈｉｎｅｓｅｃｉｔｉｅｓ［Ｊ］．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ｎ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ａｎｄＭａｎａｇｅ
ｍｅｎｔ，２０２３，４４（１０）：５４－７４．

［２６］　樊纲，王小鲁，马光荣．中国市场化进程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Ｊ］．经济研究，２０１１，４６（９）：４－１６．
ＦＡＮＧａｎｇ，ＷＡＮＧＸｉａｏｌｕ，ＭＡＧｕａｎｇｒｏｎｇ．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
ｍａｒｋｅｔｉｚａｔｉｏｎｔｏＣｈｉｎａ′ｓ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ｇｒｏｗｔｈ［Ｊ］．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Ｒｅ
ｓｅａｒｃｈＪｏｕｒｎａｌ，２０１１，４６（９）：４－１６．

［２７］　ＦＵＣＨＳ－ＳＣＨＮＤＥＬＮＮ，ＨＡＳＳＡＮＴＡ．Ｎａｔｕｒａｌｅｘｐｅｒｉ
ｍｅｎｔｓｉｎｍａｃｒｏ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Ｍ］／／ＨａｎｄｂｏｏｋｏｆＭａｃｒｏｅ－ｃｏ
ｎｏｍｉｃｓ．Ｅｌｓｅｖｉｅｒ，２０１６，２：９２３－１０１２．

［２８］　ＡＣＥＭＯＧＬＵＤ．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ｃｈａｎｇｅ，ｉｎｅｑｕａｌｉｔｙ，ａｎｄｔｈｅｌａｂｏｒｍａｒ
ｋｅｔ［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２００２，４０（１）：７－７２．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ｎｔｈｅｐａｔｈｓｔｈｒｏｕｇｈｗｈｉｃｈｄｉｇｉｔａｌ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ｃｕｒｅｓｔｈｅ
ｃｏｓｔｄｉｓｅａｓｅｏｆｔｈｅｓｅｒｖｉｃｅ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Ａｓｔｕｄｙｆｒｏｍｔｈｅ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ｏｆ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ａｎｄ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

ＤｏｎｇＦｅｎｇ１，ＺｈａｏＸｕ１，ＬｉＣｈｕｎｌｉｎｇ１，ＷａｎｇＬｕｎ２

（１．Ｓｃｈｏｏｌｏｆ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ａｎｄ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Ｙａｎｓｈａ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Ｑｉｎｈｕａｎｇｄａｏ０６６０００，Ｈｅｂｅｉ，Ｃｈｉｎａ；
２．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Ｓｃｈｏｏｌ，Ｙｕｎｎａ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Ｆｉｎａｎｃｅａｎｄ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Ｋｕｎｍｉｎｇ６５０２２１，Ｙｕｎｎａｎ，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Ｔｈｅｅｘｉｓｔｅｎｃｅｏｆｃｏｓｔｄｉｓｅａｓｅｉｎｔｈｅｓｅｒｖｉｃｅ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ｗｉｌｌａｆｆｅｃｔｔｈ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ｏｆｔｈｅｏｖｅｒａｌｌｅｃｏｎｏｍｙａｎｄｆｕｒｔｈｅｒｒｅ
ｓｔｒｉｃｔｔｈｅｍｏｍｅｎｔｕｍｏｆＣｈｉｎａ′ｓｈｉｇｈｑｕａｌｉｔｙ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Ｂａｓｅｄｏｎｔｈｉｓ，ｔｈｉｓｐａｐｅｒｆｉｒｓｔｓｏｒｔｅｄｏｕｔｔｈ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ｍｅｃｈ
ａｎｉｓｍｏｆｃｏｓｔｄｉｓｅａｓｅ，ａｎｄｔｈｅｎ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ｅｄａｐａｒｔｉａｌｅｑｕｉｌｉｂｒｉｕｍｍｏｄｅｌａｎｄａｍｕｌｔｉｓｅｃｔｏｒｅｎｄｏｇｅｎｏｕｓｇｒｏｗｔｈｍｏｄｅｌｆｒｏｍｔｈｅｐｅｒ
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ｏｆ＂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ａｎｄ＂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ｔｏａｎａｌｙｚｅｔｈｅｐａｔｈｏｆｄｉｇｉｔａｌ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ｔｏｃｕｒｅｃｏｓｔｄｉｓｅａｓｅ．
Ｔｈｅ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ｂｔａｉｎｅｄｆｒｏｍｔｈｉｓｓｔｕｄｙｂａｓｅｄｏｎｔｈｅｐａｎｅｌｄａｔａｏｆ３０ｐｒｏｖｉｎｃｉａｌｌｅｖｅｌｒｅｇｉｏｎｓｉｎＣｈｉｎａｆｒｏｍ２０１０ｔｏ２０２２
ａｒｅａｓｆｏｌｌｏｗｓ：（１）Ｆｒｏｍｔｈｅ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ｏｆ＂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ｄｉｇｉｔａｌ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ｃａｎ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ｐｒｏｍｏｔｅｓｅｒｖｉｃｅｉｎｎｏ
ｖａｔｉｏｎ，ｔｈｕｓｆａｃｉｌｉｔａｔｉｎｇｔｈｅ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ｏｆ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ｉｎｔｈｅｓｅｒｖｉｃｅ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Ｄｉｇｉｔａｌ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ｃａｎｅｍｐｏｗｅｒｓｅｒｖｉｃｅ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ｃｕｒｅｃｏｓｔｄｉｓｅａｓｅ．（２）Ｈｉｇｈｓｋｉｌｌｅｄｌａｂｏｒａｎｄｐｅｒｃａｐｉｔａｃａｐｉｔａｌｃａｎｆｏｒｍｗｉｔｈｄｉｇｉｔａｌ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ａｓｙｎｅｒｇｉｓｔｉｃｅｆｆｅｃｔｏｆ
＂ｄｉｇｉｔ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ｈｉｇｈｓｋｉｌｌｓ＂ａｎｄ＂ｄｉｇｉｔ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ｃａｐｉｔａｌｄｅｅｐｅｎｉｎｇ＂，ａｎｄ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ｔｈｅ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ｅｍｐｏｗｅｒｍｅｎｔｏｆｄｉｇｉｔａｌ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３）Ｆｒｏｍｔｈｅ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ｏｆ＂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ｄｉｇｉｔａｌ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ｃａｎ，ｏｎｔｈｅｏｎｅｈａｎｄ，ｍｏｄｅｒａｔｅｔｈｅｃａｕｓａｌｃｈａｉｎｏｆ＂ｅｆｆｉｃｉｅｎ
ｃｙｐｒｉｃｅｏｕｔｐｕｔ＂ｏｆｃｏｓｔｄｉｓｅａｓｅ，ａｎｄｏｎｔｈｅｏｔｈｅｒｈａｎｄ，ｓｈｏｒｔｅｎｔｈｅｇａｐｏｆ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ｒａｔｅｂｅｔｗｅｅｎ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ｅｓ，ｏｐｔｉｍｉｚｅｔｈｅ
ｆｌｏｗｏｆ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ｃｕｒｅｃｏｓｔｄｉｓｅａｓｅｆｒｏｍｔｈｅ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Ｔｈｉｓｓｔｕｄｙｗｉｌｌｐｒｏｖｉｄｅａ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ｂａｓｉｓａｎｄ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ｆｏｒｏｖｅｒ
ｃｏｍｉｎｇｔｈｅｐｒｏｂｌｅｍｏｆｃｏｓｔｄｉｓｅａｓｅｉｎｔｈｅｐｒｏｃｅｓｓｏｆ＂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ｔ＂ｄｉｇｉｔａｌ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ｓｅｒｖｉｃｅ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ｄｉｇｉｔａｌ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ｅｍｐｏｗｅｒｍｅｎｔ；ｃｏｓｔｄｉｓｅａｓｅ；ｓｅｒｖｉｃｅ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ｏｐｔｉ
ｍｉｚａｔｉｏｎ


